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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 
                      ——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记得在 1995年访问日本东京的时候，在尾崎文昭教授的陪同下，和沟口雄三教授有过

一次愉快的谈话，1998 年沟口雄三教授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中心任教，在中国文化
书院的一次聚会上，也有过一次短短的寒暄，虽然了解不多，但由于我的不少日本同行的关

系，我一直很关注沟口先生的研究，也很钦佩沟口先生的见识。我知道，沟口教授在日本学

界有很大影响，近十来年常常讨论一些思想深刻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日

本中国学界的转向，并使日本的中国学界渐渐拥有了相当敏锐的问题意识，从而融入日本学

术界的主流。同时，沟口先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有相当影响，他的很多论著都曾译成中文

发表，包括他的重要学术专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仅在大陆就有两个不同的译本。

尤其是他讨论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后，中文本《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也由李甦平等人翻译，1996 年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些年里，大陆有过不少学者发表过和他的谈话、讨论，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

所也曾经发表过对他的介绍和专访。像台湾的黄俊杰等对沟口《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的英文

评论，在日文版出版的第二年就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而大陆的汪晖和沟口的对谈，曾经

发表在当时影响颇大的《读书》上，孙歌对沟口的介绍也相当引人注意，而都使人对沟口的

思路有所了解1。沟口关于理论与方法的一些想法，已经有过一些中国学者的介绍和推荐，

不过，在《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的中译本出版以后，由于这一事关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已经引

入到中国，包括大陆、台湾，成了中国学术界自己的问题，所以似乎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和

有力的评介。因为我在几年以前曾经读过日文本，留下一些笔记，这次拿到中文译本，又仔

细看了一遍，于是在这里发表一些读后感，也许有些不同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

我自己阅读后的困惑。 
 
                         一、“近代”以及“前近代” 
 

沟口站在九十年代的立场，对日本的中国学进行了总结2。在第一编第一章《考察近代

中国的视点》中，沟口提出，日本的中国研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立场，一是津田左右吉为代

表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对中国是批判的蔑视的，沟口认为，“近代日本自认为比亚洲非洲

先进的观念，是因为没有根据各民族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把握其文化，也来源于将欧

洲的近代当做普遍的价值标准，并单方面向其归属”（5页）。二是竹内好等人的中国观，这
是战时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他们对日本的“脱亚论”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进行了自我批判，

而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亚洲应有的光明未来”，觉得中国恰恰由于缺少欧洲式的近代，从而

完成了日本没有实现的社会革命，政治上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和体制，思想上彻底打倒了

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竹内好看来，中国近代不断地抵抗和失败，其实正是产生了非

西方的、超越近代的“东洋”，而日本则“什么也不是”。但是，沟口却认为，其实，这是一

个想象的中国，它只是“近代日本”的反命题，这也是反历史的，因为“日中两国的近代是

各以其前近代为基础，并因此而相对地具有独立性”（5页），并指出，在这种想象中，没有

                                                        
1 汪晖与沟口的对谈《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载《读书》1994年第 4期；孙歌《作为方法的
日本》，载《读书》1995年第 3期。Kuang-ming Wu and Chun-chieh Huang（吴光明、黄俊杰）
的英文书评，载《清华学报》新 20卷 2期，379-389页，台湾新竹，1990。 
2 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参看沟口雄三《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的自我陈述，《新史学》一卷
二期，85-100页，台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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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的近代历史性地客观化”，就象没有把日本的近代历史性地客观化是一样的。三是

沟口希望建立的新的近代中国观念，他在批判了前两种观念以后，认为“中国的近代既不是

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

特道路”。在后面一篇评论津田左右吉的论文中，他承认，自己的立场与津田有一种微妙的

关系，因为津田虽然由于近代主义观念，产生对中国的蔑视，但是他使中国“独立”于“世

界”了，而他自己则接受了津田的这一方法，尽管他并不主张蔑视中国，但他同样强调各国

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中国近代的独特，是因为它以自己的“前近代”为母体，所以继承

了前近代的历史独特性，比如“反专制的共和革命”，就是近代中国人对十六、十七世纪以

来“大同”这个历史性课题的继承，所以，后来便有孙中山式的“王道”，以及所谓“大同

式的近代”，沟口其实是从如何解释文化革命的立场上重新梳理近代中国思想的线索的，所

以追溯了从李贽、戴震、谭嗣同、孙中山的谱系，并比较了中日的“公”、“私”观念，指出

中国的“公”是在整体的“公”的名义下否定个人之“私”，日本的则是全体（公）、个人（私）

相对应的关系，中国的“私”始终受到否定，而日本的“私”则作为相对于政治社会等公共

领域一直受到承认（12-13 页）。这一分析，凸显了思想史系谱的连续性，指出了明末新理
观并不是在明末清初遭到挫折而产生断裂，而是在清代以后仍然连续不断发展，构成中国的

“前近代”3。这一说法，暗示了关于中、日、欧近代进程的一种不同已往的解释思路4。 
我很赞扬沟口试图在历史分析中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思考方向。但是，应当

提出的是我的一些疑惑。我总觉得，这种看法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使用各自的“前近代”

这一概念，虽然“将近代中国之思想遽变的议题，在时间向度上，向上拉长了四五百年”，

看起来把唯一尺度的“欧洲”甩开了，给各自的历史书写寻求到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有

助于掌握思想史内部一些属于长时段推移累进的问题和变迁”，但是，究竟什么是“近代”

或什么是需要追溯的“前近代”，仍然还是需要界定的问题5。第一，显然这种各自有各自的

“前近代”的理论，其依据是建立在对当下各国现实状况的差异上的，因为这种“结果”的

差异，使得他们不能不追溯“历史”的差异性，从而否定“历史”的普遍性，但是，这显然

又会使人们形成这样的研究思路：即从各自的“近代”就是从当下的现实，反过去顺藤摸瓜

去寻找“前近代”，比如中国由于有文革，那么人们就会把文革当做逆向推寻的起点，寻找

类似于“大同”、“开明专制”、“绝对性崇拜”等等思想现象的历史来源，这样一来，很多其

他的思想史现象被省略了，而一部分思想史现象被凸显了，思想史上的一些观念可以被后来

的立场解释于是得到安顿，而另一些观念却因为后来的无法解释和无法安置而被遮蔽了。因

此，如何摆脱这种“后设”或“逆溯”的立场，看来是个麻烦的大问题。第二，当过去的历

史现象被已然近代的历史学家用“后设”的观念所观照，这里又出现另一个麻烦，就是说，

如果采用“前近代”和“近代”两词，那么，“近代”是什么？正如沟口自己所说的，“‘近

                                                        
3 伊东贵之写的《沟口雄三》一文也这样总结道：“先生主张：亚洲有亚洲的，不，更精确
地说，各国有各国，各民族有各民族之独立的价值标准，而这些价值是在各该国各该民族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再就近代化而言，亚洲的近代化过程，在其前近代期，以其自生性

展开者作为质地的根干，然后再于其上导入近代欧洲的思想罢了”，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第十一期 101-114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4 沟口的这一思路的形成，与他在《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开》（东大出版会，1980）
中，对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80）、岛田虔次《中国にぉける近代思维
の挫折》（筑摩书房，1970）、岩间一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8）和奥崎裕
司《中国乡绅地主研究》（汲古书院，1978）的批评有关，他认为，以上各种著作，代表了
两种思路，一是把明清当做“近代”的早源，一是把明清当作“古代”的末端，都没有超脱

出西欧中心的价值观与时代分期论，都是用欧洲模式来套中国。 
5 杨芳燕《明清之际思想转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现状与方法的省察》，此文已经提出了沟
口理论中有目的论的倾向，载《汉学研究通讯》20卷 2期，总 78期，46-49页，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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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6，它是按照西方历史的变化和分期，人为地确

立出来的一个标志社会阶段的词汇，而并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词汇，它的背后有种种特定

的历史意味和价值判断，并不是所有“距今若干年”的时间都可以称作“近代”或“前近代”

的，如果各有各的“近代”，那么，“近代”一词中所包含的落后、先进之类的标准、以及一

个国家是否进入近代的标准，是否可以舍弃？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要在价值评判和社会分期

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近代”的话，那么是否又得回到欧洲“近代”所确立的一些标准上去7？

否则，尽管沟口希望“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但是这会不会使得“近代”一

词本身变成毫无意义而导致瓦解？当然，站在日本或中国的立场回顾历史，在感情上，人们

肯定倾向于重建自己的历史时间和变化线索，仿佛不想被西历控制而用黄帝纪元或用天皇纪

年一样。欧洲的“近代”标准可以不要，各自有各自的，就好像篮球场上打足球，拳击比赛

用高尔夫规则，对中国人说爱斯基摩语，对欧洲人说古代汉语文言文，那么，又以什么为尺

度，把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某个历史时段算成是“近代”？而且，你怎么能够在可以被共同理

解的范围内，说出一个曾经存在与时间和空间中的，大家都明白的“近代”和“近代性”来？

简言之，尽管沟口常常提及普遍性的存在，但是这个“普遍性”其实已经被“特殊性”架空，

而“世界性”也已经被“多元性”拆得不成片断了，而且就连沟口一直在讨论的“近代”，

也因为“各有各的”这种思路而瓦解。第三，进一步讨论一个沟口近来常讨论的问题即作为

历史与文化分析空间的“亚洲”的问题。当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各有各的前近代，各有各的

近代化进路，那么，沟口等人所说的“自立于欧洲（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亚洲”，依

据什么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并可以作为独立研究视角的共同空间8？从差异的角度看，

既然日本与中国的区别如此之大9，那么，同属亚洲的中国或日本，又与同属世界的“欧洲”

有什么区别？当沟口等人用这种近乎相对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方法，瓦解了欧洲经验和道路的

普遍性的时候，同样也瓦解了日本、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普遍性和连带性，这种“相对”的

观照下已经变得“零碎”的近代图像，当然否定了欧洲理性化和工业化的近代经验，但也否

定了日本“脱亚”的近代经验，也否定了中国“革命”的近代经验，那么，哪一个经验才对

“亚洲”有意义？换句话说，“亚洲”究竟应当按照谁的想象来建构和描述？ 
 
                       二、日本中国学何以成立和确定自身位置？ 
 

其实，我们不要忽略的是，沟口的问题意识孕育于日本当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中，这正

                                                        
6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绪言，7页，索介然、龚颍中译本，中华书局，1997。 
7 例如沟口雄三本人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分析明末思想史上的重要的新现
象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对欲望予以肯定的言论表面化，二，提出对‘私’肯定”

（序章，10页）“这种对欲望的肯定和‘私’的主张，在明末时期具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
（序章，21页），“明末时期对‘欲’的肯定和‘私’的主张，是儒学史上、思想史上的一
个根本的变化”（序章，27页），其实就与西方近代性的认知有关，因为肯定欲望和私的合
理性，背后就是以所谓的“个人权利”的确立作为近代性的标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

一“前近代”概念的确立，并没有根本改变关于明清思想史的知识，包括历史资料的使用、

历史叙述的结构和历史解释的思想。 
8 关于“亚洲”作为一个研究空间的问题，参看我的论文《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和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湾大学历史系“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

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又，沟口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
视角》中又反复强调“亚洲”观念的变化，并认为“亚洲”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新研

究视角之一，载《东方学》第 100期，此处用李云雷译文，载《比较文学研究通讯》，北京
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2。 
9 沟口自己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也强调，他自己是“一开始就把理解中国
的独特性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同上，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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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理论的合理性所在，他的全部讨论首先是针对日本，特别是针对日本中国学而来的，

因此，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他关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看法。在第二编第五章《研究中国的方

法》中，沟口激烈批评过去的日本中国学（汉学）。批评的大意似乎可以归纳如下：第一，

汉学来源于日本人对中国古典的兴趣，一方面，这种兴趣使古代中国的文明被当成是日本的

东西，所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对这些文化没有“外国”或“他者”的意识，“并不是由

于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感兴趣，而是从日本内部的事情心情出发，而后又将其消化于日本内部

的事情心情之中了”（90页），所以，汉学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另一方面，他们研究中
国古典的兴趣，没有以“近现代中国为媒介”，就是说，他们研究的古典中国是一个悬置的

孤立的文本，所以，也是没有一个实际“中国”的中国学。第二，过去的日本汉学把“中国”

古典化经典化，使之成为了与现代中国没有关系，却与日本历史有关系的东西，从而产生了

日本自负的民族主义，形成国粹式的大东亚主义，战后日本中国学对中国的兴趣，仍然是“倾

向于那个古老而美好的中国”（91 页）。当然，另一种倾向也在战后滋生，即所谓有良心有
觉悟的中国学学者，对于“革命”和“进化”有偏向性的热爱，因此也想象了一个“中国”，

作为对古典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异端”。可是，由于这个想象的中国与实际中国的差异，使

中国学还是在“抛开中国读中国”（91 页）。第三，沟口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有中国、但是
又超越中国的中国学，“应在于超越中国的中国学，换言之，应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

（93页）。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沟口自己的说法，这里大概包含着这样的几层意思：首先，
世界是多元的，中国和日本都是其中的“一”，所以，当学者真正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多”

中之“一”的时候，就是“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其次，“结合中国实际来考察中国，

并且要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94 页），这样就可以用“中国眼镜”来看
欧洲，比如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和“契约”？这样，就把过去

误解为“世界的”还原成了“欧洲的”，普遍的东西就个别化和相对化了。再次，日本可以

通过对“中国”的“中国化”，剥离开日本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纠葛，反过来认清自我的位

置和身份，确立“日本”这个世界的“多”中之“一”。 
顺便可以提到，在评论法国中国学的时候，沟口的这层意思更清楚。法国中国学曾经被

沟口解释为“通过了解中国，把欧洲对象化，又进一步通过这些，走向对认识世界轮廓的探

讨”（111页）10。我想，他说法国其实是为了说日本，所以，沟口的意思很明白，在第六章

《津田支那学与未来的中国学》中，他说到，要区别开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古典资

源，把中国学真正看成是“一门外国学”，“首先把中国当做一个独立的世界来看待，使之站

到与日本、也与世界相对化的立场上来”，在后面第七章《法国支那学与日本汉学和中国哲

学》中，又批评日本汉学“把宋明学作为外国学进行研究的意识薄弱”（116页），也就是说，
要把“中国”真的作为“中国”，这个“中国”相对于日本来说是“外国”，即在日本文化与

历史的研究意识中“去中国化”，把中国当成一个“外国”，这样，恰恰中国学才有了“中国”，

而过去，中国学的“中国”是在无意识中融入日本自身的，只有把中国学中的“中国”当做

“他者”（the other），才能“使日本这一独立的世界变得客观化，站到与中国以至与世界相
对的立场上来”，也就是说，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在普遍主义的掩盖下，对历史解释的垄断，

也要在日本的汉学研究中去除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笼罩性观念和内在化感受，因此要将中国、

日本和欧洲当成独立的文化单元来理解，各有各的历史和传统，各有各的近代进程，最后，

“通过这些个别的国家与民族的相对化，建立起多元的世界观”，因为这样确立“他者”的

                                                        
10 关于这一点，沟口在他执笔的《中国近世の思想世界》说得更清楚，他以法国汉学与日
本作为比较，说法国汉学为了基督教传教的动机，以同时代的中国以及中国的全貌作为关心

对象，因此他们如果关注与基督教对抗的儒教，就不止是关注儒教的哲理，而是以儒教的社

会作用、使儒教成立的社会构造、政治体制为关心对象，因此，那是作为“外国学”的中国

研究。载沟口雄三、伊东贵之、村田雄二郎《中国とぃう视座》，19页，平凡社，199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5

结果，是在于确立“自身”，把中国当做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单元，通过中国研究发现

欧洲的独特文化，了解欧洲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独特性，而是为

了给日本人认识“世界”提供一个角度，使日本人认识到，中国也罢，日本也罢，都是一个

独立的单元，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视角，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途径（103 页）。所以，在沟口这
里，日本的中国学，并不是中国之学，而是日本之学，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学就不再仅仅是

古典的学问，也不仅仅是中国之学问，就是进入了日本学界的主流，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 
当然，我理解沟口的说法。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的

积极后果，中国学由于有了这些与日本真正相关的问题意识，正是在将中国学成为“外国学”

的时候，恰恰使中国学成了与日本有关联的学问。因此，和日本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近代”

成了日本中国学界关心的重点（特别在东京），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古典”作为汉学的中心，

被不加区分地和日本古代混在一起，他们会关注和讨论这样的问题：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

何以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中国在接受西方思想、知识和制度的时候，何以

会和日本的理解情况不同，特别是，当“亚洲”一词被当作中国学界同样关心的视域的时候，

中国学、韩国学，也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研究、韩国历史思想文化研究，就和具有

主流和笼罩地位的近代日本历史文化思想研究一道，成了日本学术界讨论的话题11。 
 
                     三、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沟口理论的理解和误解 

 
上述沟口的理论和方法，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他显然是站在日本中国学的立场上，在

对日本中国学的焦虑中思考出来的。在这一理论的思考中，一方面表现了日本学者希望既脱

离古代中国文明传统的笼罩，又挣脱掩盖在世界主义外衣下的欧洲中心主义影响，力图在历

史领域确立自己的位置、提出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表现了日本中国学界试图进入日本学界，

在传统的、孤立的，而且日益边缘的中国研究里，加入日本的问题意识的信念。在沟口这样

的日本学者那里，这似乎天经地义，没有问题。可是，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产生于日本

的这种理论和方法，对于不假思索地接受沟口理论与方法的中国人来说，它究竟是什么？我

们应当记住“桔逾淮而为枳”的道理，也就是说，中国学界如果要接受这一理论，需要作什

么样的诠释和转换呢？ 
1991 年，丸山真男在给《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中文本写的序文中特意指出中国和

日本的差异性，所以“现代中国在阅读福泽的‘思维方法’时，也需要在不同的文脉里‘改

读’，就是说，对福泽思想的‘意译’比‘直译’更重要”12。这种提醒，显示了一个思想

史学者的清醒的位置感，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需要再度提醒的是沟口在本书中一再指

出“差异”，这是沟口理论与方法中相当重要的地方，就以中日两方的历史和思想而言，他

指出，日本与中国虽然可能共享同一些词汇和思想，但其背景却是有差异的，像宋明理学，

虽然中日皆受其影响，但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当不同，“皇帝制和幕藩制、科举官僚

制和世袭藩禄制、均分相传和长子相传、重视血统和重视家长身份、宗族制与本家分家制、

田地的自由买卖与禁止买卖，屯田制、乡村自卫（保甲制）与兵农分离等等”，由于这些背

景差异，所以看上去是一样的“理学”，其实日、中是不同的，他要批评的就是这些日本学

者“对此问题迟迟没有显示出兴趣”，“反而让日本有过宋明学这一事实挡住了自己投向‘异’

的目光”（117-118页）。 

                                                        
11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アジアから
考ぇる》七卷中的作者队伍就可以明白，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空间时，中国研究界和

日本研究、韩国研究界，就有了一个共同的、与自身相关的话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4。 
12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中文本原作者序文，4页，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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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这一提示，可以提醒中国学界。当我们理解和使用沟口理论与方法的时候，千万

不要忘记这一“差异”，首先，沟口是针对日本学术界的状况特别是日本汉学状况发言的，

他的问题意识来自日本，而我们的问题意识应当来自中国。其次，日本汉学面对的问题是如

何区别“自身本有的古典文化”和“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古典”，区别和确立“他者”是为

了确立“自我”即日本的位置，而在中国，如果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学问，却没有区别

的问题，需要的倒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背景中理解，不是要将研究对象推向“他者”

的位置，而是要寻找一个“他者”来对照自身。再次，中国学在中国是主流，并没有边缘的

焦虑，而日本的中国学却在日本学界是边缘，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有影响的焦虑。最后，

由于日本的中国学处于边缘，当它要把自己放进主流讨论，并且有意使自己讨论的问题和当

下发生关联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讨论空间便成“亚洲”，因为只有当“亚洲”被作为讨论

单位的时候，中国历史、韩国历史和日本历史一样，就都与现在的日本有了深刻的联系，因

此，也就能使人们对这一领域格外产生关注。 
也许是一种臆测，也许只是一种感觉，我觉得沟口的理论与方法如果可以直接挪用于中

国的话，依我看可能受到启发最大的，是中国的外国学。说句不中听的话，中国的外国学如

外国文学、世界史、外国哲学等等，其位置和在日本的中国学一样，由于一方面总比不上原

产地的自幼熏陶（在这一点上，还比不上日本中国学家，因为从日本中国学的渊源上看，他

们原来就是与中国共享汉文文献资源和考据研究方法的），半路出家带艺投师，常常力不从

心，所以无论在资料上还是体验上，都不如所研究的那个文化圈本身出身的学者，因此“研

究”常常落为“编译”，在外国学术界也总是成为学习者和模仿者，另一方面由于是“外国

学”，所以看上去无干自身痛痒，至多也只是“借鉴”，所以，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

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更谈不上直接进

入大众话题。因此，沟口雄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一说，相当值得

深思：如何使关于外国的研究与关于本国的问题相关？如何使关于外国的言说具有本国的问

题意识，或者说如何使关于本国的言说具有世界的知识背景？这是中国的外国学研究摆脱附

庸地位的关键所在，而不是亦步亦趋地人云亦云，想方设法和别人争“同步起跑”。但是，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如果要把多元的“近代”与“前近代”、“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以及“亚

洲历史和文化共同体”等等理论，不假思索地直接平移到中国自己的中国学，我以为，似乎

要三思而后行，毕竟沟口的问题意识来自日本、特别是来自日本的中国学。 
 
                                          2002年 2月 20日匆匆写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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